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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海弹词”本《牡丹亭》的美学价值

王建浩 章军华
*1

1941 年 6 月同益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弹词大观》中，收录六本有关《牡丹亭》说唱的弹词，题名为“牡丹亭（上、

下）”、“牡丹亭梦会”、“杜丽娘寻梦”、“何日君再来”、“柳梦梅拾画”等。初步考证弹词来源于昆曲《牡

丹亭》折子戏“游园”、“惊梦”、“拾画”、“叫画”等。“孤岛时期”上海各大剧院的昆曲演出衰微，而电台

和茶楼书场的弹词艺术方兴未艾，为了迎合在抗战最为艰苦时期避难于租界的市民和江浙士绅的艺术审美需求，就

把昆曲《牡丹亭》折子戏改编为弹词演出。“上海弹词”本《牡丹亭》展示了特殊历史时期《牡丹亭》演变的艺术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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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牡丹亭》舞台改编本最有影响的是昆曲折子戏，而赣剧、京剧、越剧等也曾改编上演。而将《牡丹亭》改编为说

唱艺术，较有影响的是“鼓子词”《游园寻梦》
［1］(P986)

。还有较少见的说唱艺术，如“粤调”说唱艺术“木鱼书”《新刻牡丹亭

还魂记全本初集》
［2］(P163)

，再者就是笔者新近发现的具有“昆曲说唱”特色的“上海弹词”本《牡丹亭》六篇。之所以说“新发

现”，一是学术界未见过此类论述，二是“上海弹词”名称未收录在《中国戏曲曲艺辞典》
［3］

和《说唱常用曲调集》
［4］

（以上

海都市说唱为主）等辞书中，三是《上海弹词大观》流行于“孤岛时期”，版本稀见。

1941 年 6 月同益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弹词大观》
［5］

中，收录六本有关《牡丹亭》说唱的弹词，题名为“牡丹亭（上、下）”、

“牡丹亭梦会”、“杜丽娘寻梦”、“何日君再来”、“柳梦梅拾画”、“拾画”等。初步考证，它来源于昆曲《牡丹亭》折

子戏“游园”、“惊梦”、“拾画”、“叫画”。按照“上海说唱”的定义，“有单独采用某一剧种曲调的，如采用沪剧曲调

则称‘沪剧说唱’；采用越剧曲调则称‘越剧说唱’”
［3］(P692)

。弹词《牡丹亭》则属于“昆曲说唱”类艺术形态，由于在 20 世

纪 40、50年代昆曲演出衰微，几乎消失或不见经传，则这类“昆曲说唱”类的“上海弹词”研究价值意义，对昆曲发展历史是

一种承续，特别是昆曲发展史上从 20 世纪 20 年代至 50 年代存在明显的空档期，则更是一种重要补充。

一

汤显祖剧作《牡丹亭》舞台演出几乎与剧本创作同步。清人石韫玉著《吟香堂曲谱序》中说：“当其脱稿时，翌日而歌儿

持板，又一日而旗亭树赤帜矣。”
［6］

（《序》）江巨荣以为这种说法虽有些夸张，但基本内容符合事实：“汤显祖写剧本时即

有歌童为他试唱，他的《牡丹亭》（包括‘四梦’在内），大约都是边写边唱，边字斟句酌完成的。这样，隔日而歌儿争相学

唱，完稿不久传于市楼、歌坛，就很自然了。”
［7］(P276)

因此可以这样说，《牡丹亭》剧本在创作伊始，即付诸“市楼、歌坛”的

说唱表演（清唱与科白表演）艺术，给民间说唱艺术提供改编的机会和空间，是“折子戏”向市井说唱艺术转化的见证。

昆曲《牡丹亭》的演出史，特别是“折子戏”演出节目，有三个时间段值得关注：一是乾隆中期江西戏班演出的折子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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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堂》《劝农》《游园》《惊梦》《寻梦》《离魂》《冥判》《圆驾》等；二是道光年间舞台上流行的折子戏中有《学堂》

《劝农》《游园》《堆花》《惊梦》《寻梦》《离魂》《冥判》《吊打》《圆驾》等；三是道光至光绪年间流传在清宫中的折

子戏中有《冥判》《仆侦》《劝农》《游园》《惊梦》《吊打》《圆驾》等。可以看出，从清乾隆至光绪年间，《牡丹亭》折

子戏演出的故事内容有细节化的倾向，如增加《仆侦》《堆花》《吊打》等细节化的节目等；又有经典节目得到固定化的倾向，

如《劝农》《游园》《惊梦》《冥判》等一直沿革保留。据道光年间文人姚燮作《复道人度曲》所录日常演唱的《牡丹亭》折

子戏有《劝农》《闺塾》《拾画》《叫画》《游园》《惊梦》《寻梦》《闹殇》《冥判》《幽媾》《硬拷》诸出。
［7］(P286)

由于昆

曲衰退舞台的原因，至晚清时期《牡丹亭》演出的折子戏也越来越少，“我们虽然还可以在一些曲选中，如姚燮《今乐府选》

《复道人度曲》等折子戏选本中看到所录《牡丹亭》的十来个折子，但实际演出中已集中在《拾画》《叫画》《游园》《惊梦》

等少数几出，正反映出了清代末期《牡丹亭》折子演出的衰落情形”
［7］(P290)

。岂止是清末，甚至民国初、中时期仍是如此，其时

仅见“梅兰芳、俞振飞把它（《游园》《惊梦》）的舞台艺术提高到新的高度”
［7］(P292)

。但二人更多的是合作演出京剧，昆曲《游

园惊梦》偶尔露演。

可见，昆曲《牡丹亭》折子戏的演出，自乾嘉之际开始“代替全本戏而形成风气，表演艺术出现了新的高峰”
［8］(P172)

。至清

末期衰退，直至民国初、中期基本上濒临消亡境地，这主要是指清宫廷（北方）地区。然而在南方的大都市上海，昆曲的演出

曾“盛极一时”，如陆萼庭言：“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昆剧活动的中心从苏州转移到上海，大章、大雅、鸿福、全福等四大昆

班纷纷向上海发展，曾经‘盛极一时’。上海宝善街的三雅园成了苏州昆班的主要活动基地，坚持演出达三四十年之久。”
［8］

(P259)
从太平天国时算起的“三四十年之久”，即 1853 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开始，“三四十年”后便到清代末期了，可见在上海

大都市的“三雅园”有专演昆剧的传统。

“三雅园”是上海最早的一家戏园，创建于咸丰初年，即便是徽班极盛时仍秉承专演昆曲的传统，因此对昆曲在上海大都

市的传播和影响至关重要。有关昆曲在上海的演出状况，陆氏说：“自同治末叶以迄清末民初，上海的昆剧活动显然可分为前

后两个时期，即从同治末年起至光绪十六年止为前期，以三雅园的活动为主，其特点是昆班力量逐渐分化削弱。光绪十七年起

直至民初为后期，以张氏味莼园的活动为主，其特点是昆班力量至此全部瓦解。”
［8］(P276)

可见，至民国初年期，昆曲在上海大都

市也出现“昆班力量至此全部瓦解”的局面，即昆班解散，但这并不意味着昆曲的消亡。昆曲在上海演出，为了适应大都市时

尚潮流的需要，“为了适应这种特殊的环境，昆班不得不打破成规，稍趋时尚，日长时久，这种特点便要在剧目和表演上体现

出来，比如，剧目中已经出现水路武班的乱弹戏和一些玩笑色情小戏”
［8］(P281)

。也就是说，“水路武班的乱弹戏”和民间歌舞（或

为上海滑稽戏的前身）“色情小戏”已渗入昆曲体系中，这才是昆曲真正面临灭顶之灾的伊始，也是昆曲从“雅部”转身“花

部”的渐变第一步，这一点很重要，可以作为戏曲向民间说唱体系转变（渐变）的重要关节点。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节点，是昆曲《牡丹亭》折子戏演出，越来越走向以“技艺”见长的道路。如：“光绪十五年十月，钱

宝庆的技艺以工细见长，演五旦戏步子之细，在昆班中可说是首屈一指，《牡丹亭·寻梦》《疗妒羹·题曲》是昆旦两出冷戏，

宝庆最为擅长。”
［8］(P317)

这也是昆曲因“以工细见长”而更加“曲高和寡”的不归之路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上看，民国初年

昆曲班社的全面瓦解，昆曲向“花部”平民化的转身，就成为必然。1920 年最后一个昆曲班社“全福班”到上海来演出，“根

据桑毓喜先生的记述，民国九年（1920）初，应邀赴上海新舞台演出，全福班全力以赴，希冀在大上海能够起死回生，谁知观

众寥寥，十余场后就草草收场”
［9］(P10)

。之后，“全福班”通过全新包装，以“三班联合演出”名义，假借已经报散 16 年之久

的昆曲名班社“大雅”、“大章”班的老艺人声望，“于上海天蟾舞台日夜公演，历时 58 天，连演 90 场，确也轰动一时”
［9］

(P10)
。但昆曲的全面衰落大势已定，至 1922 年末“全福班”散班停止活动，1923 年秋虽又重新聚拢在“全浙会馆”演出，但演

出后班社便解散，此后再也没有集聚起来，所以杨守松说：“一个延续了百年之久的著名昆曲老班‘全福班’宣告解体。”
［9］

(P10)
从“全福班”在上海演出的解体时间可以判断，至 1923 年底，上海大都市有名班社团演出昆曲的历史基本结束，昆曲在上海

舞台谢幕，其中当然就包括昆曲经典名篇《牡丹亭》及各折子戏。

然而，在上海大都市讨生活的昆曲艺人们并没有停止演艺生涯，一些堂会小型演出或茶楼酒肆的折子戏才艺表演，也就成

为这些流落在大都市的昆曲子弟们“讨生活”的方式，由于受到大都市“潮流”与“时尚”的影响，昆曲艺人的这类“折子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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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进一步与“乱弹戏”和“玩笑色情小戏”结合，或者渐趋成熟的“弹腔（词）”说唱吸收昆曲折子戏名篇唱段，就成为昆

曲《牡丹亭》衰落后艺术转身的又一亮点，由此产生新的观演受众群体，即中下层市民。关于这一点，从 1941 年《上海弹词大

观》中收集六本《牡丹亭》弹词说唱文本中，可以得到印证。

二

笔者发现的六本《牡丹亭》“上海弹词”，来源于上海大学图书馆特藏的稀世本《上海弹词大观》（上、下册），该书版

权页面上标注有“民国三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初版；同益出版社；编辑者：同益出版社社友”等字样。其中，有关《牡丹亭》主

题内容的弹词共六本，均见于上册，分别为第一本“牡丹亭（上）”与“牡丹亭（下）”，作者标注为“张恂子润”；第二本

“牡丹亭梦会”（无作者）、第三本“杜丽娘寻梦”（无作者）、第四本“何日君再来”（无作者）、第五本“柳梦梅拾画”

（无作者）、第六本“拾画”（无作者）。篇幅最长为第一本“牡丹亭（上下）”，共约有八十余句说唱词，最短者为第六本

“拾画”，共二十一句说唱词。就标题与内容而言，六本弹词取材集中于《牡丹亭》剧本的“拾画”、“叫画”、“游园”、

“惊梦”、“寻梦”等。改编的内容与风貌变化最大的一本为“何日君再来”，仅见“梅花馆”、“良辰美景”等词句似与《牡

丹亭》戏曲相关。

纵观上述六本“弹词”，第一本（上下）分别来源于折子戏《拾画》《叫画》，第二本来源于折子戏《游园》，第三本来

源于折子戏《惊梦》，第四本来源于折子戏《寻梦》，第五本来源于折子戏《拾画》，第六本题为《拾画》实为《叫画》等。

这正表现出昆曲《牡丹亭》衰落时期“实际演出中已集中在《拾画》《叫画》《游园》《惊梦》等少数几出”的状况。

兹以其中第一本、第五本、第六本“拾画”、“叫画”题材弹词为例，比较昆曲原本文词，可以发现改编艺术的一些基本

规律问题。

第一，以《拾画》主题内容为例。如在《牡丹亭》原本第 24 出《拾画》中，柳梦梅上场的叙白，在弹词第一本（上）与第

五本的开篇说唱中却呈现出不同的改编状况。第一本（上）唱词：

脉脉梨花满院香，一年花事费商量；不知春思归何许，打叠腰肢瘦沈郎。［柳梦梅］

卧病在梅花馆，幸得调医身体康。偶然闲步［到］花园内，登山临水散愁肠。

弹词本全部改为七言八句韵体结构，除第五句“他”因第一次说明人物身份需要而改用“柳梦梅”、第五句因叙述需要插

入一个动词“到”之外，全部唱段整齐、押韵规范，俨然七言律体诗形态。比较原本，有三个方面基本相同：上场诗轮廓；叙

柳梦梅卧病梅花观，得到调医而痊愈的情节；叙柳梦梅春怀愁闷。而差异性仍然很大：前四句来源于原本的上场诗，出现四处

误差，如“春院”误为“满院”，“愁事”误为“花事”，“柳思能多少”误为“春思归何许”，“斗沈郎”误为“瘦沈郎”；

后四句将戏曲科白改为整言诗句形态，把“梅花观”误为“梅花馆”，将“小生”代言体改为“柳梦梅”第三人称说唱，将“喜

得陈友知医”具体内容泛化处理为“幸得调医”四个字，且增“登山临水”套语（原文中无）等。全篇说唱用“江阳”韵，是

说唱常用韵脚形态。

原本的这一段科白内容，在弹词第五本开篇说唱中，差异更大。第五本弹词说唱本中，先是增加前几出中有关柳梦梅赴京

赶考事由，再叙陈最良为杜府老师且懂岐黄（知医）、与柳梦梅叙谈甚好的本事两个方面遵循原本意思，其他方面则改编得面

目全非。一是上场诗改成：“碧天如水净无尘，桂子香飘节候更；江山暮烟笼远道，堤边衰柳接长营。”将原本中的“春景”

改成“秋景”。二是把“南安”误为“扬州”。三是叙陈最良为柳梦梅父亲的故交，与原文不符。四是叙柳梦梅专程拜访陈最

良，与原文不符。五是叙陈最良挽留柳梦梅留宿且到后花园散闷观光时发现画卷，与原文不符。可见，弹词第五本说唱本与戏

曲原本的差异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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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叫画》主题内容为例。这出折子戏来自原本第 26 出《玩真》。其中有叙柳梦梅观画的情态，如：“怎湘裙直下，

一对小凌波？……是观音，怎一对小脚儿？”这一段原本科白唱腔，在弹词第一本中，处理成这样：

梦梅捧画回身转，

［可笑他］摇摇摆摆进书房。

［真所谓］姻缘本是前生定，

［所以他］展开图画细端详。

［哎吓你看那］石榴裙底金莲小，

［况且又］梳妆还着艳衣裳。

与原本相同点：叙柳看画，发现小脚儿等细节，判定不是观音而是人间女子行乐图等基本情节。与原本不相符之处：增加

柳回书房观画的表演情态描述，及“姻缘前生定”的评论；“湘裙”误为“石榴裙”；“小脚儿”、“小凌波”改为“金莲小”；

增加作比“王嫱”、“杨玉环”、“貂蝉”的描述情节；增加“愿相厮守在闺房”的心理描写情节；说唱前缀套辞“莫不是”、

“可笑他”、“若能得”等。

在《叫画》这一段弹词说唱中，改编最精彩的是“柳梦梅”如痴似狂的“叫画”情节。汤显祖《牡丹亭》第 26 出《玩真》

中原文：

好不回盼小生！［黄莺儿］……相看四目谁轻可？恁横波，来回顾影，不住的眼儿睃。在弹词第一本（下）中，处理如下：

［梦梅是］将画像捧住微微笑，宛然似醉又如狂。

美人短，美人长。［为甚你］向着卑人把笑脸装。

与原本相同点有：叙柳梦梅观画时神情若狂的情节内容基本相同；叫画时的“美人”一词相同。与原本不相符之处有：增

加对柳梦梅观画的心理活动描写和刻画；增加对柳梦梅观画时的神态和自言自语的叙述；叫画时无“姐姐”一词；增加对柳梦

梅观画着魔的评述，及说书式结尾提示。

而在弹词第五本中， 处理后与原本相同点有： 描摹柳梦梅观画的神情若狂的情节基本内容；叫画时的“姐姐”一词相同；

以柳生为代言体的叙事角度相同等。与原本不相符之处有：此段全是代柳梦梅倾诉对画中人杜丽娘的爱慕情思的心理活动，原

本中无这一类的说唱词，全是弹词艺人改编的主观想象。应该是对戏文折子表演情态的细腻刻画，非常具体，如身姿绰约、云

鬓翠环、柳叶细眉、樱桃小口、琼瑶佳鼻、金莲脚、玉葱手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弹词本《牡丹亭》的大致故事情节有原本的影子（或基本框架内容），如“拾画”中的柳生赶考途中

生病、在太湖石畔拾到杜丽娘画像等，在“叫画”中的柳生如痴如狂的情态等。但仍应该看到的是，弹词本并不是直接来源于

汤显祖《牡丹亭》原本作品，特别是“拾画”、“叫画”中诸多人物心理描写、情境描写等增加内容文本部分，以及人物角色

的动态叙述部分等，具有明显的昆曲折子戏《拾画》《叫画》舞台表演的映像，因为这正是昆曲表演工细、妥帖，“状难叙之

情、写难抒之情”的“极为细腻”表演特色的呈现
［10］(P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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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弹词”艺人在观演《牡丹亭》折子戏之后，根据个人的记忆、联想、附会等将折子戏中的台词、表演、情境等重新

加工处理成“弹词”体裁，因此出现增加或减少戏曲折子中的诸多情节、行为、心理描写等内容，或将折子戏中的人物身份、

诗句、景物名称等讹误，或进行某种特定情境的联想、附会来增添说唱内容等。因此，出现诸多与原本不同之处，就很容易理

解了。

三

查阅《申报》1940 年及 1941 年两年有关戏曲演出广告，未发现昆曲班社演出《牡丹亭》相关内容的广告。在上海的“卡尔

登大戏院”“荣记共舞台”“黄金大戏院”“上海戏剧学校”“大舞台”“金城大戏院”“蒙脱卡罗剧场”“绿金剧场”“新

都剧场”“更新舞台”“荣记大世界” 等戏曲广告中，均不见昆曲班社演出的信息。说明“孤岛”时期昆曲班社在上海的演出

基本销声匿迹了。田仲一成说：“从光绪末年到民国时期，在全国范围内，京戏，也就是由徽班演员表演的‘皮黄’进入全盛

时期。”
［11］(P433)

再查阅民国时期的名优演出的剧目包括折子戏，如《梨园旧话》中记录的 77种剧目中，就没有《牡丹亭》及相

关折子戏的影子，而在这一时期的上述舞台表演的“主要是京戏、沪剧、话剧等”
［11］(P407)

。也就是说，至少在 1941 年或“孤岛”

时期的上海大都市已不见昆曲的表演记录了。

但仍能找到一些有关昆曲演出的零星记录。如记载昆曲名家殷震贤（1890—1960）的表演：“早年在家乡昆山行医，后迁

上海自设诊所。唱曲得自家学，曾请老艺人沈月泉‘踏戏’，工巾生。由于艺术精湛，倚云、赓春、平声等曲社争相延请。常

演《琴挑》《游园惊梦》《拾画叫画》等。”
［12］(P439)

说明此时的上海都市仍有昆曲名家在一些“曲社”的表演活动。另一位昆

曲名家谢绳祖（1891—1970），这时也在上海，他师从俞粟庐，“并得到俞振飞拍曲助教，常与俞门子弟袁安圃、项馨吾、姚

伯宽等集会度曲，也常参加彩串公演”
［12］(P439)

。这两则记载均说明“孤岛时期”的上海大都市仍有昆曲折子戏的表演活动，其

中就包括《拾画》《叫画》等。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昆曲折子戏《拾画》《叫画》就是上述“上海弹词”的源头了，正是

诸如殷震贤、谢绳祖的“彩串公演”或“曲社”的清唱表演等活动，给了同台演出的“上海弹词”艺术吸收的机缘和改编再创

作的母题。

如前文所述，“上海弹词”是个新名词，它应该属于“上海说唱”系列之一。“上海说唱”是流行于上海和江苏及浙江部

分地区的“杂锦说唱”艺术，它“广泛吸收苏滩、宣卷和各地民歌、小调以及各种戏曲、曲艺唱腔”，是在“‘独脚戏’的‘唱

派’基础上，吸收苏州弹词的‘说’技巧逐步发展形成”。“又有单独采用某一剧种曲调的，如采用沪剧曲调则称‘沪剧说唱’；

采用越剧曲调则称‘越剧说唱’。一般为一人演唱，也有二至三四人的。表演者自击用檀木或枣木制成的‘三巧板’，伴奏乐

器有扬琴、琵琶、三弦、二胡、月琴等。曲目都是短篇。”
［3］(P692)

如此，以《牡丹亭》折子戏为母题的“上海弹词”文本，则是

类似“沪剧说唱”、单独采用昆曲曲调进行的“弹唱”，或伴以昆曲乐器三弦（无“曲笛”），是一种姑且命名为“昆曲说唱”

性质的“上海弹词”艺术，它以“苏州弹词”的“说”为基础、以“独脚戏”的“唱派”为兴趣点、以上海大都市的“潮流”

（玩笑色情小戏和乱弹戏）为发展方向，成为“孤岛时期”多以广播传媒为手段的一种新的说唱艺术。

也就是说，这类“上海弹词”最大的特色是以“学唱”而“逗笑”（玩笑色情）的本色。因此，它承续了一部分昆曲的原

汁原味唱腔特色，这一点至关重要。崔蕴华说：“（弹词）很多都改编自前人著作，如各种戏曲、小说等，举凡《三国》《西

游》《西厢》《牡丹亭》《长生殿》等无不进入它们的视野。”
［13］(P180)

这也证明《牡丹亭》戏曲有改编成弹词的事实。

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由于昆曲有它的讲究和严格韵律，要将昆曲《牡丹亭》折子戏中的唱腔“按字”依律或水磨调的“雅”，

全部严整规范地转化为“说唱”，几乎是不可能，因为作为“昆曲说唱”艺术流落在民间，“民间的吸收、采纳是它基本的态

度，它有自己的规范和程式”
［14］(P240)

。这是由“昆曲”和“弹词”两种（雅曲与俗唱）不同性质的艺术本身规律所决定的。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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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上述六本“弹词”折射出昆曲向说唱艺术转化的几个基本内在规律性的特点。

第一，弹词艺人在观演过程中，凭个人记忆熟悉唱词并加以改编，最终形成了弹词说唱本《牡丹亭》。

第二，弹词艺人在民国初期昆曲班社瓦解后，与昆曲艺人同时流落“楼台、歌坛”等民间曲艺场所，吸收昆曲科白与表演

体系，而改编成弹词说唱。

第三，民国初期昆曲班社瓦解，至 1941 年上海沦陷成孤岛，苏北及江淮地区的大批乡绅及富商逃至上海租界等地暂且生息，

他们熟悉以苏州为中心的昆曲表演体系，具有较浓厚的苏北文化情结及审美心理，长期以来对昆曲《牡丹亭》折子戏有较强的

文化消费需求，而当昆曲班社瓦解后，以苏州评弹为主要特色的《牡丹亭》折子戏改编的“弹词”便成为广大沦陷区市民的心

理寄托。所以“弹词”内核为苏州评弹体系的演变。

第四，进入上海大都市的弹词，由于受到都市潮流和时尚需求影响，昆曲折子戏的改编，便进一步朝着“乱弹”与“滑稽”

方向演变，最终演变成“上海弹词”。这两种方向特色正是上海弹词不同于苏州评弹等艺术形式的风貌特色。

第五，上海弹词的表演场所，一是说书场所，二是广播电台。它们的受众群体均是有一定文化品位、有一定经济基础、熟

悉苏北方言体系等的新市井民众。

第六，第一本名为《牡丹亭梦会》（上下），实为昆曲折子戏《拾画》《叫画》；第五本名为《柳梦梅拾画》，实为昆曲

折子戏《拾画》《叫画》；第六本名为《拾画》，实为昆曲折子戏《叫画》。从这一连串名称弄错，可以看出弹词艺人改编时

对“源头”认知的混成或一知半解。也可以看出弹词艺人改编昆曲，是以个人观演的记忆和认知为基础，关键是个人的感知，

具有强烈的主观取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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